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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郎名是一种存在于闽粤赣浙地区畲族和客家等

汉族家谱中的特有命名方式。郎名一般有两种，一

种是按照世系排行顺序排列的郎名，一种是经过宗

教仪式授予的郎名，后者有时也被称作“法名”。郎

名一般由四部分组成：姓氏、字头排行、数字及“郎”

字，如“雷大四郎”“刘仲七郎”“谢念三郎”等。与男

性郎名相呼应，女性一般有娘名，如“蓝小三娘”“钟

万五娘”等，娘名排行在女性姐妹之间单独进行，不

与同胞兄弟共同排行。常见的郎名排行有“大、小、

百、千、万、念、伯、仲、熙”等。郎名作为一种区域性

的命名方式，在生动展示东南地区特色文化的同时，

也反映出区域内不同群体的互动，为研究东南地区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丰富史料。

学界对郎名的研究颇丰，关于郎名的源流和归

属，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一是“畲族说”。持该观

点的学者认为，郎名首先出现在畲族中，为畲族所特

有，与畲族部分宗教仪式相关，后被客家人习得。如

罗香林先生最早提出郎名是由畲族传给客家人的观

点，认为迁入粤境的客家郎名由当地畲阀按照入境

次序给[1]293-294。还有学者认为，客家人迁到粤闽赣地

区后受当地畲族影响，主动学习畲族的文化习俗。

如谢重光先生指出，客家人在与畲族的交往中受到

影响，吸收了畲族文化，丰富了自己[2]104。畲族郎名

在此背景下为客家人所用。二是“汉族说”。持该观

点的学者认为，郎名本为汉族所有，后中原汉族人南

迁成为客家人，将这一命名形式传给畲族。如厦门

大学董建辉教授指出，郎名习俗由客家先民南迁过

程中从中原带来，后又传播到与他们混居杂处的畲

族及瑶族[3]176。郭志超教授在其著作《畲族文化述

论》中赞成此观点，认为“郎名始于唐代中原说”是可

信的[4]249。三是“畲汉共有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

为，郎名是畲族和汉族共同拥有的命名形式。李默

先生对罗香林先生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郎名是

明以前闽粤赣的畲族与客家先民命名的习俗 [5]，而
非畲族传给客家人。蓝炯熹先生在《畲族家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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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书中提到，与畲族人相类的郎名在客家人当中

也存在[6]130。
总体而言，上述研究更多关注郎名的族属问题，

较少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分析其发展演变，

即便是“共有说”，也未阐释郎名如何为畲汉所共

有。事实上，东南地区的郎名并非某一民族独有的

文化标识，而是区域内畲族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结果。畲族分布于我国东南地区，作为迁徙至当地

的客民，需要积累财富来争取生存空间，因此畲汉之

间的经济往来比较频繁，闽东和浙南地区的畲汉民

间契约文书也能够证明这一点。经济交往促进了文

化交流，畲汉主动或无意识地学习彼此的文化习俗，

为郎名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随着互动增

多，畲汉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族际通婚现象时有发

生，进一步促进了郎名由汉入畲及由畲传汉的进程。

畲族与汉族通过互动交流，为郎名加入本民族

印记的同时，又丰富发展了郎名的内涵，使之成为东

南地区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聚焦郎名的

源流和归属问题，会不可避免地形成对郎名的刻板

印象，从而忽略其本身所蕴含的民族交往互动的历

史文化内涵。基于此，本文跳出郎名溯源研究窠臼，

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野出发，分析郎名由汉入

畲及由畲传汉的互动过程，探讨郎名文化的发展与

变迁，这对理解中华姓氏文化在东南地区的生成、发

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二、由汉入畲：基于汉族郎名的改造与创新

东南地区的畲族和汉族生产生活往来密切，文

化互鉴互融，畲族郎名便是文化交流的产物。从畲

族郎名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到畲族与汉族的交往互

动，畲族在习得中原汉族郎名后，对其进行改造与创

新，赋予其畲族文化内涵，进而形成了畲族的郎名。

当前，郎名已成为畲族的特色文化，畲族宗族文化、

畲族姓氏文化等都或多或少涉及郎名的相关内容。

畲族郎名的形成、发展与传承均与汉族紧密相

关。一方面，畲族对汉族原有的数字郎名形式进行

创新，加入“大、小、百、千、万、念”的字头排行，形成

了畲族统一的郎名规范，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新的

郎名形式；另一方面，受汉族姓氏文化的影响，畲族

依照高辛帝赐予的民族姓氏赋予各姓氏不同的郎名

排行，加之族际通婚，郎名在多姓氏中转化，推动了

畲族郎名的演变。同时，畲族十分重视郎名的传承，

反过来影响了客家和非客家地区汉族的郎名。

(一)汉族郎名的畲族改造与创新

持郎名“汉族说”的学者认为，中原南迁的汉族

将郎名文化带入闽粤赣地区，畲族向迁入当地的客

家人习得，多数研究简单地将畲族郎名视为畲族汉

化的表现，实则不然，畲族郎名是在畲汉交往交流交

融的背景下，畲族对汉族郎名的主动借鉴与创新。

畲族习得郎名这一命名形式后，并未直接套用，而是

在汉族数字郎名的基础上加入字头，形成畲族规范

性的“大、小、百、千、万、念”郎名排行，后通过“世项”

的创新及“郎名”“位名”“公名”等名称的转换，进一

步对郎名文化进行改造。

在畲族家谱中，不同姓氏谱牒都出现过郎名的

排行字头与“项”字书写在一起的现象。家谱中对此

记载为：“排字位世项□地，一取日头出东边落西边。

明日又转东边上，世字去不回头便通是。”由此可知，

将“大、小、百、千、万、念”与“项”放在一起，具有共同

维系世系排行的作用。这一点在蓝炯熹先生的《畲

族家族文化》一书中有所体现，但该书只是在排行后

用括号标明了“项”字[6]128-130，并未做进一步解释。浙

江省图书馆存1919年《源底蓝氏宗谱》中有“一大项、

二小项、三百项、四千项、五万项、六念项、七大项、八

小项、九百项、十千项、十一万项、十二念项……”[7]的
郎名排行，前面一至十二表示第几世，后面的大项小

项则表示某一世对应的郎名排行，如第一世对应的

郎名排行为大项。同样保存于浙江省图书馆的《富

泽蓝氏宗谱》也有“大项、小项、百项、千项、万项、念

项”的郎名排行[7]。存于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

县档案馆的1911年《雷氏家谱》则明确记载：“雷孔华

公，孔行二世千项，千八十郎；雷春茂公，春行三世万

项，万七十五郎……”[9]这一派系的雷氏祖先，第二世

郎名排行为“千”，谱名排行为“孔”字辈；第三世郎名

排行为“万”，谱名排行为“春”字辈。这样的“世项”编

排为后世查找排行提供了便利，也使畲族的郎名排行

更富有逻辑性和特色。将郎名“大、小、百、千、万、念”

的字头排行与“项”字放在一起，看似只是简单添加了

一个字，实则为郎名注入了畲族文化印记，既增加了

畲族郎名的规范性，也对汉族郎名进行了创新。

“位名”是畲族家谱中所特有的现象，是汉族郎

··40



2025.2 民族问题研究

ETHNIC STUDIES

名畲族化改造的一大特色，目前尚未在其他民族及

姓氏家谱中发现这一命名方式。“位名”一般与“公

名”联系在一起，“位”是位置、次序的意思，仍然表世

系排行，而“公”一般对应郎名中的“郎”。通过家谱

记载可推断，“位名”“公名”所表达的意义及起到的

作用均与郎名一致，应是郎名的另一种写法或表达

方式。如存于浙江省图书馆的 1921年《大安源雷氏

宗谱》记载了该雷氏支派从第一世到第十四世的“位

名”情况：“一世振兴，位名大九十九公，妻子位名兰

小八娘；二世世隆，位名小六十二公，妻子位名钟大

四娘……十四世祖成，位名万四公。”[10]根据该宗谱

记载可知，“位名”的字头排行仍是畲族郎名常用的

“大、小、百、千、万、念”，而一世位名“大九十九公”、

二世位名“小六十二公”等名称与谱中其妻子的位名

“兰小八娘”、位名“钟大四娘”等名称相对应，即男性

“公名”和女性“娘名”在此谱中意义相同。畲族的娘

名和郎名本就是因性别而区分的称呼，由此可以证

明，位名“大九十九公”中的“公”在此处同郎名“大九

十九郎”中的“郎”作用一致，因此可以说，“位名”“公

名”是畲族郎名的另一种写法或表达方式。

再如浙江省图书馆存1919年《源底蓝氏宗谱》世

系图，记载了从“蓝大十七公”开始的祖孙三代，分别

采用“公名”“郎名”和“位名”的形式，书写为：“蓝大

十七公；蓝小二十二郎、蓝小二十郎、蓝小八郎；蓝伯

八位、蓝伯五位……”[7]此处“大、小、伯”仍为畲族郎

名常用的字头排行，中间为数字，而“公”“郎”“位”则

分别对应“公名”“郎名”和“位名”的结尾字样。此宗

谱可再次证明，在畲族谱牒中“公”“郎”“位”的意义

相同，即“位名”“公名”是畲族郎名的另一种写法或

表达方式，否则不会出现一世排行名称为“蓝大十七

公”，下一世为“蓝小二十二郎”，再下一世为“蓝伯八

位”的世系图。

“某某公”的称呼在古代汉族中十分常见，在客

家族谱中也多有记载。畲族家谱中存在把郎名书写

成“位名”“公名”的现象，且仅在畲族家谱中出现，很

有可能是畲族在与客家人及非客家地区汉族交流

中，受汉族影响，采借其命名形式，主动将郎名有意

或无意地书写成另一种形式。而包括客家人在内的

汉族家谱中原本就有很多关于“某某公”的记载，不

必再将郎名改作“位名”或“公名”，这也可以解释为

什么仅畲族家谱中有“位名”。“郎名”“位名”“公名”

的转化，不仅使郎名更符合畲族生活环境和社会变

化，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畲族郎名的存在周期，同时

也是畲族郎名文化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生动体现，反

映出东南地区畲族与汉族的文化互动。

(二)畲族郎名的多姓氏演变

在古代，姓氏文化时常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相

关联，如赐姓便是一种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中原

王朝通过赐予少数民族姓氏，强化少数民族对中原

王朝的认同，而少数民族则借助赐姓吸收中原文化，

顺势改造自己的身份，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畲族同

样如此，其郎名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原王

朝赐姓相关。据畲族谱牒记载，圣旨敕赐姓名，长

子姓盘名自能，敕封护国侯；次子姓蓝名光辉，敕封

立国侯；三子姓雷名巨祜，敕封武骑侯；一女入赘姓

钟名志深，敕封敌勇侯[7]。畲族从汉族习得郎名文

化后，上述几大姓氏衍生出不同的郎名排行，后又通

过通婚等方式，加入吴、李两大姓氏，畲族常见的六大

姓氏由此形成，畲族郎名在多姓氏之间发生转化。

相对于客家或非客家地区的汉族，畲族郎名的

规范性更强，不同姓氏的排行略有差别。一般认为，

畲族蓝姓郎名排行为“大、小、百、千、万、念”，雷姓无

“念”，钟姓无“千”。后被承认为畲族的吴姓、李姓的

家谱中也分别载有不同排行的郎名。但在实际排行

中，很多谱牒并未严格遵守这一传统，雷姓加入“念”

或缺少“千”“万”排行的比比皆是，钟姓也是如此。

此外，还有部分畲族郎名排行借用客家人常用的

“伯”字、“熙”字等。如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矾山镇

中岙村蓝某处所藏1978年《中岙雷氏宗谱·叙明从前

行第序·宗显志》载：

盖我蓝、雷、钟、李先人，皆遵循排行。夫排行

者，蓝姓定以“大、小、千、百、万、念”六字。我雷姓定

以“大、小、千、百、念”五字。此五字，即五世也，三十

年排列一次，周而复始。……若不述以纪之，恐我后

世者不能知其义耳。[11]

该《雷氏宗谱》中明确写道，自己的郎名排行为

“大、小、千、百、念”五字，未遵循雷姓无“念”的传统，

而是排入“念”，删去“万”。

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竹里畲族乡赤岩寨村雷某

处所藏 1980年《雷氏房谱》载：“第一世元进，雷伯七

十四公；第二世日会，雷千七十四郎……第四世明

养，行三十二郎；第五世益凤(提)，行小郎。”[12]该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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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郎名排行也未遵循雷氏“大、小、百、千、万”的传

统，其第一世排行为“伯”，第二世排行为“千”，第三

世无郎名排行，第四世有“数字+郎”而无字头，第五

世排行为“小”，而且第一世出现了“伯七十四公”的

“公名”，“伯”这一郎名字头是客家族谱常见的排行，

由此可再次证明畲族对汉族郎名文化的借鉴。该雷

姓畲族房派学习客家郎名文化，借用客家“伯”字排

行，将畲客郎名字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特有的郎名

排行。藏于浙江省龙游县沐尘畲族乡双溪村钟某处

的 1920年《钟氏族谱》中的郎名排行为“大、小、百、

千、万、念”，未去掉“千”字，而是采用了畲族蓝姓郎

名常用的六字排行。

除蓝、雷、钟姓外，后被承认为畲族的李姓、吴姓

也在家谱中保存了郎名。如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硖

门畲族乡瑞云村李某处所藏 2016年《李氏宗谱》，记

载了李氏入闽始祖“火德公”至二十二世的郎名排

行[13]。“火德公”入闽后，李姓祖先仍遵循汉族郎名的

方法，即“数字+郎”的形式，如“三一郎”“五四郎”等，

或不采用郎名，直接按照字辈排行，其第二世至第六

世均如此，直到第七世出现“大六郎”的命名方式。

按照一世三十年的说法，至第七世时该支派李姓入

闽至少已经两百年。在两百多年中，其与畲族生活

在一起，郎名出现和畲族一样的排行方法也就不足

为奇了。从第八世开始到第十五世，该李姓支派的

排行又变成汉族常用的“某某公”的“公名”排法。而

第十五世之后，该李姓支派的郎名正式按照畲族

“大、小、百、千、万、念”的方式进行排行，十分规范。

这是由于第十五世“廷玉公”为李姓畲族始祖，他逃

难到蓝姓畲族家中，被招为赘婿。至此，其后代即从

第十六世开始成为畲族，李姓也正式成为畲族的一

大姓氏，其郎名排行方法变为畲族郎名的“大、小、

百、千、万、念”。这在宗谱中记载为：“廷玉公，元朝

至正廿三年癸卯(1363年)时因寇乱，公自安溪湖头逃

至福州汤岭蓝色艳家借宿。公观其品行端方，才貌

过人。公故招为女婿，妣蓝氏，生男三。”[13]

李姓支派郎名由汉族排行转变为畲族排行的现

象，在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白琳镇李某处所藏 1897
年《李氏宗谱》中也有所体现，该宗谱同样记载了李

姓畲族郎名的六字排行，分别为“大一郎—小三—伯

五—千七—万十三—念一至念六”[14]。
畲族郎名在不同姓氏间的转化以中原王朝赐姓

为基础，中原汉族南迁带来的郎名文化逐渐传播，再

加上族际通婚等密切交往，最终演变成为具有规范

性、代表性的特色郎名排行。李姓入赘成为畲族后，

郎名由汉族世系排行转化为畲族世系排行，而畲族

郎名也由蓝、雷、钟三姓扩展到四姓，这是中原王朝

赐予畲族姓氏背景下郎名文化演变的证明，也是畲

汉互动的见证。

(三)郎名文化在畲汉间的传播互动

郎名由汉入畲后，畲族不断对其进行改造，促使

其逐渐走向成熟。畲族十分重视郎名，因此其存在

时间久远，在畲族谱牒中延续数百年，甚至超过将郎

名传入畲族的汉族郎名，并在后期反过来影响了汉

族郎名，促进了区域内畲汉郎名文化的双向交流。

关于畲族郎名存在的时间，无论持“畲族说”还

是“汉族说”的学者均认为郎名兴起于唐宋时期，在

元代后期、明代前期达到兴盛，至明代中期逐渐消

失。在宋、元及明朝前期，几乎每一个畲族人都拥有

郎名，可见郎名在当时使用范围之广。对于郎名消

失的原因，学界也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一些学者认

为郎名的消失与户籍制度的兴起相关。户籍立户

时，郎名的相似性和非正式性使其不再适应时代发

展，因而被逐渐弃用。还有学者认为，郎名的消失与

明太祖下令严禁使用“郎中”等名称相关[15]。
实际上，畲族对郎名的高度重视是其传续久远

的重要原因。经考证不同姓氏的畲族家谱可知，郎名

并非消失于明代中后期。多本家谱记载显示，清代仍

有较多畲族使用郎名，民国也有部分畲族仍在使用郎

名，个别家谱中使用郎名的现象甚至持续到当代。

景宁畲族自治县档案馆存1891年《雷氏族宗谱》

记载了清代不同时期郎名持续存在的现象[16]。景宁

畲族自治县档案馆存1900年《雷氏宗谱簿》在凡例序

中便有关于郎名的内容：“大小百千万，方其进新禄，

德富有大业；大小百千万，孔吉日明元，麟凤盛呈样；

大小百千万，开声名自回，家风财正昌。一家此三十

字排行，方字原定，嗣后我遗子孙俱照，周而复始而

行，方知昭穆，卑亦无庶混，为次其行表，亦宜协。”[17]

同样存于景宁畲族自治县档案馆的 1911年《雷氏家

谱》还载有民国郎名现象：“雷延根公，行十五世万项

(人)，生于民国八年己未二月二十日吉时(生)，位雷万

二郎。妣氏名雷龙花，生于民国二十年八月初四吉

时(生)，位雷千十五娘。”[9]以上三本雷氏谱牒均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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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郎名一直延续至民国。

除雷氏谱牒外，景宁畲族自治县档案馆所存《蓝

氏宗谱》也明确载有清代、民国的郎名。1919年《汝

南郡蓝氏宗谱》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本谱

牒后期增加了部分子孙信息，记载为：“兰周松，位名

小五郎，生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生)；兰周丰，

位名小七郎，生于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二日(生)；兰周

珠，位名小四娘，生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日

(生)”[18]。以上几人均出生于 20世纪 70年代，将其添

入宗谱时仍赋予其郎名排行，说明在个别畲族家谱

中郎名的命名形式仍然存在。

除上述谱牒外，福建、浙江地区公藏和私藏的畲

族家谱中，清代、民国时期存在郎名的现象也十分普

遍。总之，畲族郎名的使用并非止于明代中期。

虽然畲族郎名是基于对汉族郎名的借鉴和改造

而形成的，但由于畲族对郎名文化有效且持续性传

承，使其成为畲族文化的一大特色。因此，在与汉

族交往的过程中，畲族郎名文化开始反过来影响汉

族郎名文化。东南地区汉族受到畲族郎名的影响，

在原有汉族郎名的基础上加入了畲族郎名的文化元

素，实现了郎名文化在畲族与汉族之间的双向传播。

三、由畲传汉：畲族郎名对汉族不同群体的影响

汉族郎名的传统比畲族郎名更为久远，最早可

追溯到唐朝初期的“数字郎名”。汉族郎名原本所指

便是“数字郎名”这一形式，但由于人口迁徙和族际

互动等原因，中原汉族迁往闽粤赣地区后，在与当地

畲族交往交流的过程中，受到畲族郎名的影响，形成

了更为广义的汉族郎名文化，即“在地化”的客家郎

名和非客家地区的汉族郎名。汉族郎名文化中最有

特色的便是客家人所孕育的客家郎名。客家郎名早

期采用中原汉族的“数字郎名”形式，后在与畲族的

互动交流中，借鉴畲族的郎名世系，在“数字郎名”基

础上加入字头排行，如“大、小、千、百、伯、仲、孟”等。

除此之外，非客家地区汉族主动采借，将郎名加入谱

牒中，这也是汉族郎名受畲族郎名影响的体现。郎

名由汉族传入畲族后，重新受到畲族郎名的影响，内

涵和外延均发生了变化。

(一)“在地化”客家郎名

客家人长期与畲族生活在一起，受畲族风俗习

惯影响，非常重视郎名。客家郎名在汉族原有“数

字+郎”的形式上加入畲族郎名字头排行，既不同于

汉族“数字郎名”的形式，又有别于畲族郎名六字排

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客家郎名。这是客家人主动

融入当地的结果，也是畲族郎名文化影响的表现。

客家郎名“在地化”后，导致汉族郎名的内涵与外延

发生了变化，有效促进了郎名文化的延续与传承。

上海市图书馆存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道光《陈

留谢氏宗谱》的谱序记载了谢氏由中原迁往福建成

为客家人的历史：

谢氏出于神农炎帝之后，周时宣王之舅申伯封

于谢，因以为姓，自是宗支蕃衍遍天下。而吾福建上

杭之有谢氏，自福源公始。福源公者，其先本河南南

阳谢城人。唐末时迁于闽汀宁化县石壁溪。越二世

至十九郎公，复迁上杭县古田里谢家坊处。[19]

该支派谢氏宗谱中的世系图明确记载了客家郎

名“在地化”的过程。始祖为“福源公”，“福源公”迁

入上杭后，第二世至第六世的郎名仍为汉族常用“数

字+郎”的形式，如“十一郎”“廿六郎”等，保留着“数

字郎名”传统。从第七世起，该谢氏支派出现了畲族

郎名的命名形式，即“排行字头+数字+郎”，如“百十

六郎”“百三二郎”等。第八世至第十世的郎名字头

排行分别为“百、千、万”，第十一世出现了“天、小”的

字头排行，与畲族郎名常用的“大、小、百、千、万、念”

的字头排行大体一致[20]。除陈留谢氏外，客家萧氏、

徐氏、张氏、吴氏、曾氏等十几个姓氏也均有“大、小、

百、千、万、念”的郎名字头排行形式。

上海图书馆存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 1928年《白

砂傅氏宗谱》二十五卷首一卷中的多个谱序均记载

了傅氏支派郎名从无到有的过程，其中《傅氏修宗谱

序》载：“河南光州傅实自唐僖宗时游地入闽，是为闽

省傅氏之祖。其迁上杭者则为百一郎，其居白砂者

则为念九郎”[21]。傅氏入闽始祖为傅实，上杭县的始

迁祖为“百一郎”，“百一郎”的三世孙“念九郎”则为

白砂始迁祖。傅氏入闽始祖傅实初入闽时并没有郎

名，但其后代迁入上杭及白砂时却拥有“百一郎”“念

九郎”等畲族字头样式的郎名，体现出畲族郎名文化

的影响。对此，清代编纂的《白砂傅氏族谱》也有相

应记载。但按照世系图来看，傅氏客家郎名仅存三

世，分别为“百一郎、念六郎、念九郎”，其字头排行并

未以畲族“大、小、百、千、万、念”的次序排列，而是出

现了父子郎名字头排行一致的情况。这反映出傅氏

支派虽对畲族郎名有所借鉴，但并非直接照搬，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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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选择地将畲族特色融入自身命名方式之中。

上海图书馆存1907年《邱氏百五郎公家谱》十卷

也是客家郎名“在地化”的生动反映。由该谱牒名字

中的“百五郎公”可知，邱氏借鉴了畲族郎名文化，同

时又保留了自身特色，将畲族郎名的字头“百”与“数

字+郎”结合后，加上客家常用的“公”字，形成“邱百

五郎公”这一名字[22]，具有客家特色。这类“郎名+
公”的命名方式在上海图书馆存1913年《社前赖氏宗

谱》十卷首一卷中也有所体现，该谱牒中有“百二郎

公”“千五郎公”“十九郎公”等郎名[23]。
综上来看，客家郎名的“在地化”，一方面体现为在

自身现有郎名基础上融合畲族郎名特色，如陈留谢氏在

其原有“数字郎名”的基础上加入畲族字头排行；另一方

面则体现为融入当地后郎名从无到有，如傅氏支派采借

畲族郎名的命名方式后进一步改造。无论是哪种方

式，都充分体现出客家郎名对畲族郎名的借鉴。

谢氏支派郎名世系的变化以及傅氏支派郎名的

从无到有，均是客家郎名“在地化”、受畲族郎名文化

影响的证明。客家人迁入闽粤赣地区后，需要借助

各种方式来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以便更快融入当

地，而在宗族氛围浓厚的闽粤赣地区，郎名文化自然

成为不二选择。但这与上文提到的李姓入赘畲族，

完全转变为畲族郎名的排行又有所不同。李姓通过

入赘的方式使其后代成为畲族，直接采用畲族郎名

排行方式，而客家群体则是在与畲族的交往互动中，

以外来者的身份学习畲族郎名的排行方式，从中汲

取养分，并选择性地进行改造，既保留“数字郎名”的

形式，又加入字头排行，形成区别于畲族的“在地化”

客家郎名。

郎名虽然只是一种区域性的命名形式，但它不

仅反映出畲汉在文化上的互鉴互融，也在一定程度

上表现了区域内畲汉关系的紧密程度。不同地区、

不同支派的客家郎名规范程度有所不同，部分客家

郎名几乎完全按照畲族郎名的字头进行排行，而部

分客家郎名却只有个别字头排行借鉴畲族特色，其

余部分则仅采用自身原本的“数字郎名”。由此可以

推断，越是与畲族关系紧密的客家人，其郎名的规范

程度越高，即更多采用畲族郎名的字头排行形式；相

反，其郎名则更多按照自身郎名规则进行命名。

(二)非客家地区汉族郎名

如果说客家地区的郎名是在自有郎名的基础上

受畲族郎名影响的改造，那么非客家地区的汉族郎

名则是受客家人和畲族的共同影响，形成了“字头排

行+数字+郎”的郎名形式。畲族和客家人从原本的

闽粤赣中心圈迁到闽东浙南等地，形成了新的分布

格局，现在闽东浙南的畲族和客家人大多是原闽粤

赣中心圈畲族和客家的后裔，因此可以推测现闽东

浙南一带等非客家地区的汉族郎名受闽粤赣地区畲

族郎名和客家郎名的共同影响。

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穆云畲族乡桂林村所存

《螺峰王氏宗谱》王氏世系族图显示，在“均德公”之

前，该支派王氏没有使用郎名的传统，自“均德公”迁

入武平县后，受客家人的影响，拥有俗名“千四郎”。

“均德公”成为这一支派王氏在武平县的开基始祖，

其后代也大致按照“千、万、仲/百、小/仕、念”的字头

进行郎名排行[24]。
除迁入客家地区，融入当地的风俗，学习郎名文

化外，还有一部分汉族就近学习当地畲族的郎名文

化，将郎名这一命名形式加入自己的谱牒当中。浙

江省温州市泰顺县龟湖镇新湖村董某存清代乾隆

年间《新湖董氏宗谱》记载了董氏按照“伯、千、万”

进行排行的郎名字头形式：“四八公—富四公—伯

廿—公—千五二公—万六十公、万六一公、万六二

公、万七十公。”[25]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图书馆存

《赖氏朝美公派宗谱》中载有赖氏支派的郎名排

行，“朝美公派”郎名借鉴了畲族和客家郎名的

“仲、千、念、百”等字头排行形式，世系图中有“六

郎”“仲一”“三八郎”“太一郎”“念九郎”“百二郎”“千

七郎”等名字[26]。
泰顺地区畲汉杂居，随着社会发展，双方交流增

多，生活习惯、风俗文化长期相互影响，汉族接触到

郎名文化并将其融入谱牒中也是很自然的事。在闽

东浙南地区，当地居民本就十分注重谱牒的修撰，后

受畲族和客家人的双重影响，采借具有特色的郎名，

由此郎名文化在非客家地区的汉族中开始传播。

非客家地区汉族的郎名形式既有“数字郎名”，

又有字头排行郎名，吸收了畲族和客家人的郎名文

化，与客家郎名共同构成内涵丰富的汉族郎名文化。

相对于畲族和客家人而言，该部分郎名文化未成体

系，只是零散出现在不同姓氏的家谱当中，但不可否

认的是郎名文化在不同群体中再次传播开来，促进

了畲汉交往交流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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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郎名既不是畲族特有文化，也不是汉族特有文

化，而是畲族与汉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郎名通

过由汉入畲、由畲传汉等环节后，发生了不同程度的

变化，其内涵和外延都得以丰富。郎名不仅是中华

姓氏文化在中国东南地区的一大表现，也见证了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

郎名从唐宋兴起、元明盛行、延续到民国甚至当

代社会，整个演变过程离不开文化交流。在畲族、客

家人以及非客家地区汉族等群体的互动中，郎名发

展出多种形式。其中畲族郎名的排行相较于客家郎

名及非客家地区的汉族郎名更规范，整体上遵循

“大、小、百、千、万、念”字头排行，而客家地区郎名则

在中原“数字郎名”的基础上，借鉴了畲族郎名字头

排行的形式，发展出“在地化”的客家郎名文化。非

客家地区的汉族则受畲族郎名、客家郎名的共同影

响，在自身谱牒中加入郎名这一命名形式，进一步推

动了郎名文化的发展。

无论是对汉族郎名进行改造，受汉族姓氏文化

及族际通婚的影响，刻上具有畲族文化印记的郎名，

还是客家地区及非客家地区汉族受畲族郎名的反作

用影响，吸纳畲族郎名的字头排行，促进汉族郎名的

进一步发展，均体现出畲汉的互动关系，佐证了郎名

是畲族与汉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的产物。

郎名作为一种姓氏文化，从民族互鉴互融的产

物发展成为区域性共享文化符号，其社会功能早已

发生转变，产生了新的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作为

中国东南地区的区域特色文化，郎名极大地促进了

闽粤赣浙地区不同民族的交往，既为研究中国东南

地区移民文化及区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新个

案，也为探讨中华姓氏文化的生成、发展、演变提供

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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